
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张　 卉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朱熹受张栻影响形成的心性论，代表了宋代儒家哲学思维发展的水平。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始于

二人对“中和”问题的讨论，“丙戌之悟”和潭州之会都是以张栻心性论为主导，强调的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性体

心用，与此相对应的工夫论是“先察识后涵养”，这对朱熹早期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开始

提出新的心性论，并与张栻辩难，批判了胡宏心性论思想，最后二人提出了察识和涵养并进的工夫论和各自心性论

的纲领和核心———“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朱熹在张栻影响下建构起较为完备心性论的体系，这在宋明理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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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栻（１１３３－ １１８０），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

（今四川绵竹）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教育家，
世称“一代学者宗师”。 张栻对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的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人

一生总共会面三次①，学术交往十几年，在理学尤其是

心性论的众多范畴和问题上互相辩难、互相启发。
《朱文公文集》和《南轩文集》中两人的书信答问就多

达 １５０ 多篇，还有学术著作、游山唱酬、序作等。 两人

同宗二程，但分属两个支系：二程———杨时———罗从

彦———李侗———朱熹为一系；二程———谢良佐———胡

安国———胡宏———张栻为一系②，这只是一个一般性

的划分，实则传播的路径并不是单向而是有交叉的，
总的说来，张、朱二人的思想是把两系融合起来的传

承与创新。 受张栻的影响，朱熹的心性论达到了宋代

心性哲学发展的理论高峰。
一　 张、朱二人心性论之源

二人心性思想交流始于对《中庸》之“已发”、“未
发”即“中和”问题的讨论。 此问题是整个宋代理学

界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二人心性论思想都是从二程

思想演发而来，杨时一派发展了程颐在“未发”之时

存养的观点，即“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
可； 若 言 求 中 于 喜 怒 哀 乐 未 发 之 前， 则 不

可” ［１］卷十八《河南程氏遗书》，２００。 即未发是一种静的状态，存
养之即可；而刻意“求中”，是动，乃是已发。 又曰：
“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养便是。
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 ［１］卷十八《河南程氏遗书》，２０１强

调用心去体验未发之气象，“李先生（笔者注：李延

平）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
处事 应 物， 自 然 中 节， 此 乃 龟 山 门 下 相 传 指

诀” ［２］卷四十《答何叔京》，１８０２。 杨时一派主要是从心的直觉体

验来把握大本，有主体性和神秘主义的倾向，所以朱

熹才会觉得自己难以悟得延平之旨。 而谢良佐一派

发展了程颐以中言性、以和为心的观点③。 谢良佐认

为：“心是发用处，性是自然。” ［３］卷中，２７到了胡宏则更加

明确指出“未发”是针对大本之性而言的，“已发”针
对赤子之心而言的，又提出“性体心用”的思想，“圣
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 性不能不动，动则

心也”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３６。 二程都主张“用敬”的修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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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程 颢 曰： “ 执 事 须 是 敬， 又 不 可 矜 持 太

过。” ［１］卷三《河南程氏遗书》，６１程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

在致知。” ［１］卷十八《河南程氏遗书》，１８８ 实则谢良佐一派比杨时

一派更加强调“主敬”，杨时一派则强调的是“主静”。
谢良佐曰：“敬是常惺惺法，心斋是事事放下。” ［３］卷中，３０

接物之时，当在“敬”中体认，方能不被外物纷扰，“事
至应之，不与之往，非敬乎！ 万变而此常存，奚纷扰之

有” ［３］《上蔡语录》卷上，１５？ 谢良佐的“敬”继承了程颢的思

想，强调“敬”指的是人内心的平和安静。 胡宏综合

了二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居敬致知”的修养论

和认识论，指出：“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

以持其志。 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

乃可精。” ［４］《复斋记》，１５２又提出了“先察识后涵养”的工

夫论，“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
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 此心在人，其发见之

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３５。 这些思想都

为张栻、朱熹的心性论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促
成了张、朱二人心性思想的体系化。

二　 “丙戌之悟”：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二人在一开始讨论的只是《中庸》的“已发”、“未
发”问题，虽已涉及到心性问题，但并未涉及“心”、
“性”、“情”之间的相互关系。 学界一般把朱熹“中
和”思想分前后两个阶段，即“中和旧说” 即“丙戌

（１１６６）之悟”（时年朱熹 ３７ 岁）和“中和新说”即“己
丑（１１６９）之悟”（时年朱熹 ４０ 岁）。 而促成朱熹两次

“中和之悟”的关键人物就是张栻，惜朱熹在编定《南
轩文集》时，删除了两人早年学术交往有关的资料，故
张栻早年思想以及当时与朱熹往来的书信不可得见，
颇为可惜。

从《朱文公文集》里朱熹写给张栻论“未发”、“已
发”的信中④（这几封信自王懋竑以来，学界普遍认为

代表了朱熹的“中和旧说”），我们可以窥见张栻当时

的思想。 在《与张钦夫（三）》中，张栻向朱熹介绍了

胡宏“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信中还论及“已发”，
但此“已发”仅是为了证明“察识”，而且朱熹用的还

是程颐而非胡宏的思想来说明“察识”：“程子曰：‘未
发之前更如何求？ 只平日涵养便是。’又曰：‘善观者，
却于已发之际观之。’二先生（笔者注：指的是周敦颐

和程颐）之说如此，亦足以验大本之无所不在、良心之

未尝不发矣。” ［２］卷三十《答张敬夫》，１３１６朱熹虽然说此书信非

是，但实际上后来朱熹的未发为心之体、已发为心之

用和“先涵养后察识”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程

颐的影响，这说明他并未注意到胡宏的 “未发” 言

“性”、“已发”言“心”的观点。 朱熹说：“余蚤从延平

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
达而先生没。 ……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

问焉。 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一日，喟
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
其大 体 莫 非 已 发， 特 其 未 发 者 为 未 尝 发

耳。’” ［２］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３６３４ 从此引述可知张栻告之朱

熹，人自有生，大体都在已发的状态，所以才需要先察

而后存，朱熹当时并未悟得，后才领会。 张栻关注的

是“已发”以及“已发”之后如何得“中节”的问题。 在

《与张钦夫（四）》中，朱熹疑惑杨时和程颐的“未发”
该如何作解，并向张栻求教，还批判杨时未置 “已

发”，这些心性问题的讨论使得朱熹在张栻的影响下，
开始抛弃杨时道南一派“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直

觉主义的心理体验。 在《答张敬夫（三）》中，张栻给

朱熹介绍了数条他自己的观点，但“致中和”这点朱

熹未能详明，又书信给张栻请教之，两人还讨论了张

载《正蒙》的问题，惜都不知张栻的答案。 在《答张敬

夫（四）》中，朱熹和张栻讨论了未发之旨和良心发用

之端的问题，二人注意到“心”在工夫论、修养论中的

意义。 张栻向朱熹介绍了自己关于“已发”、“未发”
和“心”的观点，认为在“已发”中就可体认全体大用，
得到了朱熹的认同，“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无
间容息。 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
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 ……向非

老兄抽关启键，直发其私，诲谕谆谆，……区区笔舌盖

不足以为谢也” ［２］卷三十二《答张敬夫》，１３９３－１３９４。 “据其已发者

而指其未发者”，此话尤值得琢磨。 二人认为可以从

“已发”之流行中去体验“未发” 之本性，即已发之

“心”可以识得“未发”之“性”，开始触及到“心”与

“性”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心”与“已发”的关系。 朱

熹在张栻的引导下，认为“已发”的意义要远远大于

“未发”，“已发”能直指人心、切近实践。 此信中朱熹

还质疑了胡宏“性不可以善恶名”的观点并向张栻请

教。
通过以上几封信的解读，可知当时二人的互动是

以张栻思想为基础，但此时二人并未提出系统的心性

论，众多问题也还没能弄明白。 此阶段张栻学问和影

响都在朱熹之上，二人的学术交往是一种互动的授与

受、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张栻此时重视“已发”、强调

“已发”在日用之间，平时要注意“先察识后涵养”的
修养工夫。 这说明了张栻十分强调日常生活的实践，
与道南一派注重内心直觉大相径庭，在张栻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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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朱熹心性论思想真正开始转向理性主义。
三　 潭州之会：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乾道三年（１１６７），朱熹赴潭州访张栻，此次湖湘

之行所涉及内容更加广泛：“仁”、《中庸》之义、察识、
涵养工夫、太极之妙、乾坤之动静等问题。 在旧说阶

段朱、张二人重点论及的是“未发”、“已发”和察识、
涵养的问题，而此次湖湘之行，二人在遵循胡宏之学

的基础上有了突破，而这样的突破仍然是以张栻思想

为主的，胡宏说见而存，存而养，很空泛。 张栻在其师

思想的基础上把工夫论与孟子的“四端之心”联系起

来，这样心性论的思想就丰富起来了。 朱熹《答程允

夫》中曰：“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 然此事须是

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往坐卧处，方自有见处。 然后从

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 敬夫所见超诣卓然，
非所 可 及。 …… 如 《 艮 斋 铭 》 便 是 做 工 夫 底 节

次。” ［２］卷四十一《答程允夫》，１８７１－１８７２《艮斋铭》，张栻作于乾道

四年（１１６８），此铭讲到人如果不能在物欲中保持自

我，则会损伤天理，所以要谨慎察识“四端之心”，注
意时刻保持人的至善本心。 “物之感人，其端无穷。
人为物诱，欲动乎中。 不能反躬，殆灭天理。 ……四

端之著，我则察之；岂惟思虑，躬以达之。 工深力到，
其大体明” ［５］卷三十六《艮斋铭》，５２９－５３０。 张栻此时把“心”与

“察识涵养”和“天理”联系起来，把人的本心作为察

识和操存的对象，认为持守人的至善本心，认真践行，
“天理”才可显现。 很显然，朱熹接受了张栻“先察识

后涵养”的工夫论，且很推崇。 二人把孟子的“四端

之心”纳入心性论的体系之中，“心”的内涵丰富起

来，但此“心”仍然指的是发用，而强调的是“心”之著

见和操存，未能提及“情”，更不可能讨论和思考到

“心”之“统”和“心”之“主”。
如果说旧说对一些问题还有困惑，此时朱熹完全

接受了“性体心用”、人生大抵在“已发”的状态、“先
察识后涵养”、“持敬”等观点。 直至“己丑之悟”之

前，朱熹对张栻的观点一直深信不疑。 然而这在朱熹

思想的进程中只是一个插曲，紧接而来的“己丑之

悟”才使得朱熹的心性论观点有了彻底的变化，并为

朱熹心性论的最终定论奠定了基础，而这样的变化仍

然与张栻的学术交往密不可分。
四　 “己丑之悟”：朱熹与张栻的相互影响

乾道五年己丑（１１６９），朱熹 ４０ 岁，在与蔡季通论

辩时，开始怀疑前说，遂又复取二程书读之，才冻解冰

释。 他意识到只言心之“已发”和“先察识后涵养”有
未当之处，认为忽视“未发”之工夫，只强调在日用中

从察识端倪入手，缺少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不但认识

不全面，还有害于体认“未发”、“已发”。 代表“己丑

之悟”的《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

书》、《答张敬夫（四十九）》的论述和信件中，主要论

点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察识与涵养的先后问题。 旧说阶段认为，人

自有生大多在“已发”，与之相应的工夫就是“先察识

后涵养”。 朱熹意识到如无平日未发之涵养一截工

夫，遇事就察其“已发”，会茫然而无处着手。 他说：
“盖发处固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
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 且从初不曾存养，
便欲随事察识，窃恐浩浩茫茫，无下手处，而豪厘之差

千里之谬将有不可胜言者。 ……且如‘洒扫应对进

退’，此存养之事也，不知学者将先于此而后察之耶，
抑将先察识而后存养也？ 以此观之，则用力之先后判

然可观矣。” ［２］卷三十二《答张钦夫》，１４２０ 朱熹写信给张栻商榷

“未发”的工夫问题，朱熹认为在日常之中就当存养，
只有存养于未发之时，临事已发时才能自然中节而不

会茫然失措。 朱熹已扬弃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
的观点，说明他此时认为道南一派存养于未发之时也

有可取之处。 从朱熹写给林择之的信中，可知张栻一

开始并未认同朱熹的观点，“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

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

亦 未 甚 明。 盖 乍 易 旧 说， 犹 待 就 所 安

耳” ［２］卷四十三《答林择之》，１９６５，说明此时张栻仍然坚持“先察

识后涵养”之论。 而在后来与朱熹和吕祖谦的辩论

中，张栻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提出察识涵养相须并

进的观点，朱熹也受此观点影响，提出察识涵养交相

助的观点。
二是指出了“心”有体用之分。 朱熹认为要以

“心”为主来论“性情”、“中和”、“动静”，明确了“未
发”是“性”，是思虑未萌阶段，“已发”是“情”，是思虑

已萌阶段，这已经推翻了心为“已发”的前说，而把

“心”提升到了一个“纲领”的高度，把“心”作为关照

“性情”、“中和”、“动静”的认知器官，这可谓是一个

突破，同时还强调要把“敬”贯穿于“已发”、“未发”之
中。 其意义在于把人的本性和情感囊括于“心”中，
能把“性情”、“中和”、“动静”都有条不紊地置于以心

为主的体系之中，这就比前说更加兼顾和周全，心性

论也就更加完善和系统了。 同时以“心”来论“性情”
也贴近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对“心”的修炼（主敬）来
回归人的至善之性，但此时张、朱二人还是未明“心”
的统摄和主宰作用。 他说：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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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比观旧说，却觉无甚纲领，因复体察，得见

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
皆有条而不紊矣。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

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

之间者也。 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
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

体而寂然不动者也。 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

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

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静也而不能

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

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也。 ……未发之

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

又常行于省察之间也。［２］卷三十二《答张钦夫》，１４１８－１４１９

此段引述基本上包含了朱熹“己丑之悟”的要

点。 朱熹把此悟书信给张栻，张栻深以为然，表示同

意朱熹新悟的观点，但据朱熹自己所言，他的新悟并

未取得普遍的认同，这就说明有更进一步讨论的必

要。 二人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是从二人还有吕祖谦

批判五峰之学开始的，批判的焦点则集中在胡宏的代

表作———《知言》。
朱熹的“己丑之悟”最大受益于二程尤其是程颐

的思想，而此时张栻对朱熹的影响虽没有之前那么

多，二人的心性论的互动也开始以朱熹的思想为主

导，但张栻与其他人相比，无疑给了朱熹很大的肯定。
五　 批判《知言》时张栻对朱熹的影响

“己丑之悟”使得二人的心性论有了重大的转

变，然而接下来朱熹、张栻和吕祖谦三人对胡宏《知
言》的批判，得出了二人心性论的纲领和核心———
“心统性情”和“心主性情”。 庚寅（１１７０）朱熹把对

《知言》的疑义寄给当时知严州的张栻和教授严州的

吕祖谦，张、吕二人也在朱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知
言》的疑义，最后由朱熹加以整理。 《知言》之论，始
于庚寅，终于辛卯（１１７１）。

（一）张栻“心主性情”论对朱熹的影响

张栻在《知言疑义》中首次提出了“心主性情”的
思想，对朱熹的“心统性情”（首先提出“心统性情”命
题的是张载） 思想内容的丰富起到了重要作用。
“《知言》曰：天命之谓性。 性，天下之大本也。 尧、
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曰

性，何也？ 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
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 人至于今赖

焉。 ……熹谓：‘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统

性情也’，如何？ 栻曰：‘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

性 情 ’， 如 何？ 熹 谓： 所 改 ‘ 主 ’ 字 极 有

功。”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２８朱熹认为胡宏“心以成性”的思想

有可疑之处，将之改为“心统性情”，张栻觉得“统”字
也不能清晰表达“心” 与“性情” 的关系，而主张用

“主”字，这立即得到了朱熹的极力赞赏。 张栻“心主

性情” 论是在程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

“心”、“性”、“情”是贯通的，“情”根于“心”，“心”与
“情”都是根于“性”，“心”虽然本于“性”，但“心”却
可以主乎“性”与“情”。 张栻在《答吴晦叔》书信中

云：“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实一也，今由前而观之，则
是心与情各自根于性矣；由后而观之，则是情乃发于

心矣。 窃谓人之情发，莫非心为之主，而心根于性，是
情亦同本于性也。 ……然则既发之后，安可谓之无心

哉？ 岂 非 情 言 其 动， 而 心 自 隐 然 为 主 于 中

乎？” ［５］卷二十九《答吴晦叔》，４４０又云：“自性之有动谓之情，而
心则贯乎动静而主乎性情者也。 程子谓既发则可谓

之情，不可谓之心者，盖就发上说，只当谓之情，而心

之所以为之主者固无乎不在矣。” ［５］卷二十九《答吴晦叔》，４４１

“心主性情”指的是性动产生情，“心”则能够贯通动

静，而主宰“性情”。 强调已发是情，而不是心，心是主

宰，且其主宰无所不在。 张栻在其他地方还讲到性之

“著见”为“有形”与“有动”，“有形”指的是“四端之

心”，“有动”指的是“情”，下文有述。
这里还有必要论述一下张栻的“心”。 张栻曰：

“心也者，万事之宗也。” ［５］卷九《静江府学记》，１５８又曰：“仁，人
心 也， 率 性 立 命， 知 天 下 而 宰 万 物 者

也。” ［５］卷十一《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１７３ 又曰：“心也者，贯万事，
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 ［５］卷十二《敬斋记》，２０２ 由此

可知，张栻的“心”不但能主宰性情，还能认知一切事

物，同时还能主宰万物，世间万物的生长、变化，都只

是心之本然状态而已，离开了心，则无物存在，心能包

载万物，能参天地之化育。 “心”在张栻这里不但具

有心性论、认识论、伦理学的涵义，还具有本体论的涵

义。 张栻的“心主性情”论简言之：“心”与“情”的本

于“性”，“性’之著见表现为“四端之心”和“情”，同
时心又具有能动作用，能认识和主宰“性情”。

张栻“心主性情”的思想对朱熹“心统性情”的思

想影响很大，引导朱熹思考心的主宰、统摄。 朱熹“心
统性情”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心主性情”；二
是“心兼性情”，而张栻对朱熹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一

个方面。
１．“心主性情”即“心”主宰、统摄“性情”之意

　 　 熹谓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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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矣，何人

欲之有？［２］卷三十二《问张敬夫》，１３９５

“心 妙 性 情 之 德 ”， 妙 是 主 宰 运 用 之

意。［６］《张子语录·后录下》，３３８

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 合如此是性，动处

是情，主宰是心。［７］卷五，２２４

心，主宰之谓也。 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

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 言主宰，则混然体

统自在其中。 心统摄性情，非儱侗与性情为一物

而不分别也。［７］卷五，２２９

由此可见，心的主宰是一种理性的心理体验，即
运用人的理智对情感的控制，使情感的发生能合乎社

会的道德要求。 但朱熹所言的“心”的主宰并不是

“心”对万物的主宰，心的功能和作用只与“性情”、道
德相联系。 相比之下，张栻的“心主性情”比朱熹的

“心主性情”是更高层次的主宰性和统摄性。
２．“心兼性情”即“心”包括、包载“性情”之意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

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 ……
动处是心，动底是性。［７］卷五，２２３

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 盖

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
也。［７］卷五，２２９

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

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７］卷二十，７０４

“心统性情”，统，犹兼也。［７］卷九十八，３３０４

由此可知，“心”兼摄体用，包载“性情”，“心”与
“性情”在一个体系之中，心之所以能兼性情，因为心

具有的包容性和圆融性。
（二）《知言疑义》对二人心性论的建构

一是二人提出了“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前
文已述，朱熹后来不断丰富其“心统性情”的思想。

二是二人批判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提出性善而情

有恶的观点。 张栻曰：“论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
诚为未当，如元晦之论也。 夫其精微纯粹，正当以至

善名之。 ……夫专善而无恶者，性也，而其动则为情。
情之发，有正有不正焉。 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

者，物欲乱之也，于是而有恶焉。”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３１从引

述看，性善的观点先由朱熹提出，张栻深以为然，此时

张栻扬弃师说。
三是朱熹再次反省“先察识后涵养”之说。 朱熹

曰：“及其见而操之，则所操者亦发用之一端耳，于其

本源全体未尝有一日涵养之功，便欲扩而充之，与天

同大，愚窃恐其无是理也。”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３５ 张栻此时

已经怀疑“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认为要先通过修

养工夫，才能见体，体见则发用可得中节，而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居敬。 此后，又在与朱熹、吕祖谦继续讨论

此问题的过程中，观点逐渐清晰，并把其所悟书信给

吕伯恭，“某读书先庐，粗安晨夕。 顾存养省察之功固

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

深厚，方于闲暇，不敢不勉。” ［５］卷二十《寄吕伯恭》，３７７ 说明张

栻已弃旧说，强调在以存养为本的基础上存养、省察

并进的工夫。 后朱熹在张栻的影响下开始改变先涵

养后察识之工夫，提出涵养察识交相助的思想，“未发

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
……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 言省

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 二者相捱，却成檐阁。
…… 要 知 二 者 可 以 交 相 助， 不 可 交 相

待” ［７］卷六十二，２０４５－２０４６。 由此可以看出，张、朱二人在察

识、涵养问题上趋同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朱熹强

调察识、涵养同时进行，同等重要，而张栻强调存养为

本，日常工夫的修炼更重要，在修养和工夫问题上，张
栻已由之前的已发时的察而后存，转向未发时存养为

本、存与察并进。
四是批判了胡宏“性体心用”说，再次明确了“性

体情用”的观点。 “《知言》曰：……‘圣人指明其体曰

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熹

按： …… 凡 此 ‘ 心 ’ 字， 皆 欲 作 ‘ 情 ’ 字， 如

何？”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３６张栻表示胡宏“性体心用”确有不

当，他也赞成“性体情用”，但他也认为朱熹所言的

“性不能不动，动则情也”表述不够完整，他认为程颐

“自 性 之 有 形 者 谓 之 心， 自 性 之 有 动 者 谓 之

情” ［４］《胡子知言疑义》，３３７，此话才得当。 张栻赞同“性”之动

为“情”，但应该把“心”、“性”、“情”三者统一在一个

完整的体系之中，还把“性之有形”与“性之有动”做
了区分。 朱熹不能理解“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之

“有形”作何解，张栻对“有形”的解释，可以从其《孟
子说》和《答朱元晦秘书》中找到答案。 作为标志张

栻理学成熟的代表作《孟子说》 （此书作于 １１７３ 年）
中曰：“仁义礼知具于性，而其端绪之著见，则为恻隐、
羞恶、辞让、是非之心。 人之良心具是四者，万善皆管

焉。” ［８］《公孙丑上》，５３８又曰：“故探其本则未发之前，爱之

理存乎性，是乃仁之体者也；察其动则已发之际，爱之

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 体用一源，内外一致，此
仁之所以为妙也。 前日所谓对义礼智而言，其发见则

为不忍之心者，非谓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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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不忍之心合对义礼智之发见者言，羞恶辞逊是非之

心是也。 今再详不忍之心，虽可以包四者，然据文势

对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须曰：统言之，则曰仁而已可

也。” ［５］卷二十五《答朱元晦秘书》，３１９根据这两段引述，张栻认为

仁、义、礼、智是“性”，其著见就是“恻隐之心”、“羞恶

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四端之心”，在张

栻这里，“性”之著见包括两种情况：“性之有形”与

“性之有动”，他并不否认“性”之动是“情”，但是他认

为“性”的著见（“性之有形”与“性之有动”）需要作

出区分，认为“性之有形”指向的是“四端之心”，是善

的，而“性之有动”指向的是“情”，是有正有不正的。
也就是说，“有形”与“有动”都是指的“已发”。 而在

朱熹这里，把仁、义、礼、智看作“性”，为“心”之体，把
“四端之心”看作“情”，为“心”之用，“仁义礼智，性
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
礼让，以智知者，心也。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

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２］卷六十七《元亨利贞说》，３２５４。 张栻强

调“性之有形”的意义在于肯定“四端之心”是与生俱

来的至善之心，要求人们要复其本然之善心。
张栻把“四端之心”看成“性”之著见（有形），但

并不像朱熹一样把它看成是“性”之有动的“情”。 朱

熹把“四端之心”看成“已发”之“情”，不但扩大了“四
端之心”的外延，而且也不能与仁、义、礼、智相类应，
因为“四端之心”为至善，而“情”则有正有不正。 所

以在此点上，张栻的观点比朱熹的观点更精密，更能

经得起推敲。
张、朱二人心性论的互动从讨论“已发”、“未发”

问题开始，经过多年的辩难，使得二人在互动中构建

了各自的心性论体系。 开始，朱熹在张栻的引导下，
抛弃了道南一派之论，从直觉主义的心理体验转向理

性主义，这样的转变对朱熹心性论、伦理学、认识论都

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接受了“性体心用”，强调“已
发”、“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朱熹的心性论主要是

受到了张栻思想影响；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张、朱二人

各自的体验，开始悟前说之非，遂有“己丑之悟”，这
次是以朱熹为先导的，张栻赞同“性体情用”的观点，
但在察识、涵养问题上，张栻开始并未同意朱熹的“先
涵养后察识”的观点，后来渐有所悟，提出了察识涵养

相须并进的观点，并又反过来影响到了朱熹；二人心

性论纲领和核心———“心统性情”和“心主性情”，是
讨论胡宏《知言》并借鉴了其他思想资源提出的，张
栻“心主性情”的思想对朱熹“心统性情”思想产生了

重要影响。 二人思想同中有异，异中存同。 二人思想

异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工夫论问题上，朱熹强调时

时察识、时时涵养，而张栻则强调以存养为本、察识涵

养相须并进；第二，张栻的“情”不包含“四端之心”，
而朱熹的则包含“四端之心”，张栻的“心主性情”外
延大于朱熹“心统性情”的外延；第三，张栻强调“道
心”、“人心”的合一，朱熹强调“道心”、“人心”的二

分。
六　 结语

受张栻思想影响形成的朱熹“心统性情”论在中

国心性论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先秦是中国

哲学的始源时期，两汉哲学关注的是宇宙构成论。 任

继愈先生指出：“魏晋以后，哲学界关心和讨论的中心

问题是本体论。 以本体论取代两汉的宇宙构成论。
这一变化，说明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深入和提高。 从

本体论转入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又一次提

高。 在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

都各在自己学术领域里有所建树，佛教的心性论处在

时代思潮的领先地位。” ［９］《中国道教史·序》，５ 中唐以后，经
过韩愈、李翱等人的探索与倡导，并借鉴了佛、道的理

论，开始阐发儒家的心性之学。 宋代理学兴起，心性

之学蔚然大观，思想家们对心性问题高度重视，建立

了完备的儒家哲学理论体系。 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言：
“宋代理学兴起，心性论与治国平天下的封建政治学

说相结合，形成理论完备的儒教体系，成为心性论的

主力。 佛、道二教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仍停留在原来

的水平上，反而落后了。” ［９］《中国道教史·序》，５ 在当时宋代

理学心性论理论体系的建构中，通过张栻对朱熹心性

论的影响，使得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达到了宋代

哲学思维发展的高峰，并对后世儒家心性论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取得的成就与张

栻对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由此体现了张栻思想的

时代价值。

注释：
①张、朱第一次会面是隆兴元年（１１６３），讨论的是政治和战争问题；第二次会面是隆兴二年（１１６４），朱熹千里迢迢哭祭张浚，

张栻向朱熹介绍了胡宏学说；第三次会面是乾道三年（１１６７），此次会面讨论的问题广泛，涉及“太极”、“仁”、《中庸》等。 三

次会面无疑对二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张栻对朱熹理学体系的最终构建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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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话出自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

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参见：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四库全

书本。）张栻之师胡宏又曾与杨时和侯师圣交游切磋，朱熹又师事胡宪而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
③程颐曰：“赤子之心可谓之和，不可谓之中”，即言“心”为已发，“心”才可谓之“和”，又曰：“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即言

以“中”来形容“性”，但“中”不是“性”，“性”不是“中”。 在程颐这里，“中”是一种静的未发状态。 后来，胡宏发展成为“性
体心用”。 程颐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他初认为心指的是已发，是用，后又主张心有体用之分。

④这几封信分别是：《与张钦夫三、四》和《答张敬夫三、四》。 据陈来先生考证，《与张钦夫三、四》和《答张敬夫四》都作于 １１６６
年，《答张敬夫三》作于 １１６７ 年〔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７、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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